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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之眼: 

⾼高績效受害者現象之探討 

中⽂文摘要 

關鍵詞: ⾼高績效受害、︑､認同威脅、︑､⼼心理集體、︑､知覺逢迎、︑､負向⼋八卦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職場⾼高績效部屬受害現象，說明主管在⾯面對⾼高績效部屬時，會引發認定威脅的

⼼心理,如此使得⾼高績效部屬產⽣生受害者感受。︒｡再者,本研究也探討產⽣生⾼高績效受害者現象的邊際條件,說

明主管⼼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部屬逢迎在績效表現-受害者感受間的調節⾓角⾊色。︒｡最後,本研究也探討⾼高績效

受害者與個⼈人結果變項(樂在⼯工作與負向⼋八卦)間的關係,說明受害者感受對⾼高績效部屬⼯工作態度與⼯工作

⾏行為的影響效果。︒｡本研究共獲得 231 份有效問卷，結果發現主管認同威脅中介部屬⼯工作績效與⾼高績效

受害間的關係，且⾼高績效受害與主管導向的負向⼋八卦呈顯著正相關，⽽而主管⼼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部屬逢

迎的調節效果則不顯著。︒｡整體⽽而⾔言，本研究⽀支持部屬的⾼高⼯工作績效會激起主管的認同威脅，產⽣生⾼高績

效受害與負向⼋八卦⾏行為。︒｡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進⼀一步討論並說明管理意涵與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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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ye of boss:  
The study of high-performing victim syndrome 

 
(Abstract) 

 
Keywords: high-performing victim, identity threat, psychological collectivism,  
          perceived ingratiation, negative gossip.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yndrome of high-performing victim from the viewpoint of supervisor, because 
the supervisor will experience of identity threats when facing the high-performing subordinates, and in turn 
elicits their self-perception of victimization from the supervisor.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upervisor’s psychological collectivism and perceived subordinate’s ingration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 of performance and victimiz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high-
performing subordinates’ victimization. Next,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victimization on 
individual performance, such as enjoyment of work and supervisor-directed negative gossip. The results 
collected 231 vertical-dyad data show that subordinate’s job performance will indirect influence high-
performing victim through supervisor’s identity threat. In addition, high-performing victim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ed to supervisor-oriented negative gossip, but is not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njoyment of work. 
Furtherm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ollectivism and perceived subordinate’s ingrati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ordinate’ job performance and supervisor’s identity threat were not significant. 
Finally, this research discussed and illustrated the implications in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suggestions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study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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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之眼： 

⾼高績效受害者現象之探討 
 
組織管理實務的運作（如⼈人⼒力資源管理實務），皆期望能將員⼯工轉化為⾼高績效表現者（high 

performer），透過他們極⼤大化的效能與效率，為組織增進獲利率（profitability）與營收成⾧長率（revenue 

growth）（Bhattacharyya, 2013）。︒｡因此，⾼高績效的員⼯工常被組織視為最重要的資產（Davenport, Harris, 

& Shapiro, 2010），也成為新近組織管理學者所強調的研究範疇與族群（如 Nyberg, 2010）。︒｡仔細分析

過往有關⾼高績效表現者的研究，可發現研究重⼼心在如何留住⾼高績效表現者及其離職或留職的優缺點

（Gordon, 2005; Jeffords, Scheidt, & Thibadoux, 1997; Kwon, Bae, & Lawler, 2010; Kwon & Rupp, 2013; 

Nyberg, 2010; Thorton, 2007）、︑､⾼高績效表現者的⼯工作態度（Cepin, 2013）及培育⾼高績效表現者的影響因

素（Sasala, 2014）等。︒｡ 

新近，許多學者提出另類觀點，認為⾼高績效表現者可能成為組織中的受害者（victims）(Jensen, 

Patel, & Raver, 2014; Kim, 2012; Kim & Glomb, 2014; Lam, Vegt, & Walter, 2011 )，這種受害者感受

(victimization)會降低其⼼心理福祉感，傷害其⽣生產⼒力，引發較⾼高的離職率，最後影響到組織或團隊的績

效表現（Aquino & Thau, 2009; Bruzzese, 2002; Glomb, 2002; Namie & Namie, 2000; Sutton, 2007）。︒｡Lam

等⼈人（2011）認為⾼高績效表現者較易受到⼈人際傷害（interpersonal harming），當團體成員進⾏行向上績

效⽐比較（upward performance comparison），且預期⾃自⼰己未來表現低於對⽅方時，就可能產⽣生⼈人際傷害⾏行

為。︒｡Kim 與 Glomb（2010）認為⼯工作競爭度及⾼高績效者的個⼈人優越感與⼈人格特質（如⾃自我導向）也會

招致⼈人際傷害，引發受害者感受的產⽣生。︒｡這樣的結果顯⽰示，組織雖戮⼒力發展⾼高績效管理實務來提升⼯工

作者的績效表現，但這些⾼高績效表現者卻⼜又需⾯面臨同事間的⼈人際傷害（如排擠、︑､不⽂文明或⼈人際攻擊等），

導致其⼼心理健康出現問題，⼯工作效能與效率低落，甚⾄至選擇離開組織，造成組織表現與聲譽的傷害

（Kwon & Rupp, 2013）。︒｡ 

在組織⽣生活中，上述⾼高績效受害者的現象普遍存在（high performance victims）(Kim, 2012)。︒｡⾼高績

效⼯工作者雖然創造出組織的卓越表現，但卻可能是主管或同事展現⼈人際傷害的⽬目標對象。︒｡過去有關職

場受害者的研究，⼤大皆採同儕觀點，探討他們對⽬目標對象（如⾼高績效表現者）的傷害⾏行為（如 Aquino 

& Thau, 2009; Kim & Glomb, 2010; Lam et al., 2011），卻忽略主管也可能扮演著加害者的⾓角⾊色（Samnani 

& Singh, 2013），例如 Duffy、︑､Ganster、︑､Shaw、︑､Johnson 及 Pagon( 2006)發現主管展現的社會傷害會影

響部屬的個⼈人表現（如⼯工作滿意、︑､沮喪、︑､反⽣生產⾏行為及離職意圖），顯⽰示主管的⼈人際攻擊⾏行為可能造

成部屬受害者感受的產⽣生。︒｡再者，有些研究也開始引⼊入相關理論來詮釋⾼高績效受害者現象，例如社會

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 Ashforth & Mael, 1989)，認為個體⾃自我認定的威脅是造成職場受害者

現象的重要因素（如 Aquino & Douglas, 2003; Giannotta, Settanni, Kliewer, & Ciairano, 2012），但這⽅方

⾯面的研究仍在萌芽階段，仍須學者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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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受害者促發模式（victim precipitation model; Curtis, 1974; Schafer, 1968）的觀點，受害者會有

意的（如⾃自⼰己的⾼高傲態度）或無意地（如他⼈人的⼼心理嫉妒）促成他⼈人對⾃自⼰己的⼈人際傷害，顯⽰示對加害

者⽽而⾔言，其⼈人際傷害可能有⼯工具性與⾮非⼯工具性之分，例如⼼心理嫉妒不是來⾃自加害者個⼈人的特定⽬目的（⾃自

然引發），⽽而⽬目標對象的⾼高傲態度則會引發加害者的刻意反擊。︒｡因此，受害者⼯工具性的觀點，在未來

的研究中需特別注意，因為這是加害者為了特定意圖，⽽而產⽣生的⼈人際傷害⾏行為，本研究所探討的⾼高績

效受害者現象，即屬於受害者⼯工具性研究範疇。︒｡最後，關於受害者感受產⽣生的邊際條件（boundary 

condition），過去已探討過集體認定(collective identity)、︑､組織正義(organizational justice)、︑､員⼯工關懷氣

候（climate of concern for employees）、︑､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及轉換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等主題（如 Tepper, Duffy, Henle, & Lambert, 2006），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主管層級的⼼心理集

體性及知覺部屬逢迎，⽤用來說明⾼高績效⼯工作者產⽣生受害者感受的邊際條件。︒｡ 

整體⽽而⾔言，過往⾼高績效受害者的研究，甚少以主管作為⼈人際攻擊的來源（Samnani & Singh, 2013; 

Tepper, Duffy, Henle, & Lambert, 2006），本研究將採對偶（dyad）的研究設計，探討主管⾯面對⾼高績效

部屬的⼯工具性反應。︒｡本研究認為主管握有相對優勢的職權（authority），其對部屬展現的⼈人際傷害，具

有主觀認知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如此更易造成部屬的受害者感受。︒｡再者，國內研究甚少探討職場⾼高績

效受害者現象，雖然這種現象是職場中普遍存在的事實，但⽬目前的研究相當闕如，因此確有補⾜足此領

域知識的必要性。︒｡第三，國外對於⾼高績效受害者現象的研究，雖已有少數學者進⾏行中介歷程的探討（如

Kim & Glomb, 2014; Lam et al., 2011），但仍屬鳳⽑毛鱗⽖爪，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個⼈人層級的中介模式，以

主管認定威脅作為中介變項，說明部屬⼯工作績效對受害者感受的影響機制。︒｡第四，本研究提出兩個重

要的調節變項：主管⼼心理集體性（psychological collectivism）及知覺部屬逢迎（ingratiation），⽤用來說

明⾼高績效受害者產⽣生的邊際條件，這些調節變項的探討，可以豐富組織管理實務與職場受害者的理論

知識。︒｡最後，本研究探討⾼高績效受害者與⼯工作態度（如樂在⼯工作）與⼯工作⾏行為（如主管導向的負向⼋八

卦）間的關係，這些個⼈人結果是過去研究較少探討的效標變項，如此可⽤用來釐清職場受害者感受的影

響效果。︒｡總之，本研究⽬目的在以主管觀點探討職場⾼高績效受害者現象，說明其可能的作⽤用歷程與產⽣生

的邊際條件。︒｡ 
 
職場中的受害者感受 

所謂的職場受害者感受（victimization），是指⼯工作者所經歷的職場攻擊、︑､霸凌、︑､騷擾、︑､不⽂文明

（incivility）或任何不當形式的對待（mistreatment）(Jenson et al., 2014)。︒｡Kim(2012)將職場受害者感受

視為個體的⾃自我知覺，起源於職場的⼈人際攻擊；Aquino 與 Thau（2009）則提出多重來源觀點，認為除

了同事之外，主管也可能是個重要的加害者。︒｡此外，⼤大部份職場受害者感受的研究，皆強調個體的主

觀感受（如 Aquino & Bradfield, 2000），接受其為⼀一個廣泛性的構念（construct），內容包含不⽂文明⾏行

為、︑､暴⼒力⾏行為、︑､反社會⾏行為、︑､社會傷害或⼈人際攻擊⾏行為等。︒｡再者，有些學者則提出類別觀點，將職場

受害者現象進⾏行分類，例如 Schafer（1977）的意圖性與⾮非意圖性受害者，Olweus(1993)的順從型與積

極型受害者，Aquino 等⼈人（1999）則區分出直接受害者與間接受害者（direct victimization vs i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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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ization），後續的學者也皆採這樣的論點（如 Aquino, 2000； Aquino & Bradfield, 2000; Aquino, 

Grover, Bradfield, & Allen, 1999）。︒｡但不論是何種分類原則或架構，皆強調當事者的主觀感受與經驗。︒｡

過去的研究也發現，經歷職場受害者感受的個體，不論是直接或間接、︑､意圖或⾮非意圖，其⼼心理福祉

(psychological well-being)會受到傷害，感受到較⾼高程度的疲勞、︑､壓⼒力、︑､病樣或⼼心理創傷，結果會造成

個⼈人⼯工作效能、︑､團隊績效及組織表現的減損（Leymann, 1990; Porath & Erez, 2007; Pearson & Porath, 2009; 

Raver & Gelfand, 2005），這樣的現象在職場攻擊、︑､霸凌、︑､騷擾、︑､社會傷害、︑､不⽂文明或不當對待的研究

中已獲得佐證（如 Andersson & Pearson, 1999; Bjorkqvist et al., 1994; Duffy et al., 2002; Einarsen & 

Skogstad, 1996）。︒｡ 

截⾄至⽬目前為⽌止，在職場受害者的研究⽅方⾯面，有些學者致⼒力於職場受害者預測因⼦子的探討，從個⼈人

因素（如性別、︑､族群、︑､種族、︑､負向情感、︑､⼈人格特質、︑､⾼高傲⾏行為、︑､組織位階或社會地位）到情境因素（如

⼯工作設計、︑､團體屬性、︑､不當督導、︑､魅⼒力型領導、︑､衝突管理型態、︑､程序正義或組織⽂文化），⽤用以說明職

場受害者感受的產⽣生原因（如 Aquino & Bommer, 2003; Aquino & Bradfield, 2000; Aquino et al., 1999; 

Mathisen, Ogaard, & Einarsen, 2012）。︒｡有些學者則探討前置變項與職場受害者感受間的作⽤用機制，說

明其可能的⼼心理歷程，例如 Kim 與 Glomb（2010）認為聰明的員⼯工（smart employee）可能招致同事

的傷害⾏行為，導致⾮非意圖性的受害者感受產⽣生。︒｡有些學者則探討職場受害者感受產⽣生的邊界條件，例

如 Lam 等⼈人（2011）採社會⽐比較的觀點，以多層級模式（對偶層級與團隊層級）探討未來績效預期相

似性（expected future performance similarity）與合作性團隊⽬目標（cooperative team goals）對⼈人際傷害

⾏行為的調節效果；Aquino 與 Bommer（2003）則探討受害者地位在組織公民⾏行為與受害者感受間的調

節作⽤用，結果發現階層位置（hierarchical position）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Aquino（2000）及 Aquino 等

⼈人（1999）也有著相似的研究成果。︒｡總的來說，在職場受害者感受的研究，雖然前置變項、︑､中介變項

及調節變項已有些學者進⾏行探索，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相當有限，是未來可以開發之處。︒｡ 
 

部屬的績效表現與受害者感受 

依據受害者誘發觀點（Curtis, 1974; Schafer, 1977），個體的績效表現可能與其受害者感受有關。︒｡

對⼀一個⾼高績效表現者⽽而⾔言，其展現的創意、︑､聰明才智或⾃自我肯定態勢，對他⼈人（同事或主管）可能是

⼀一種威脅，甚或是⼀一種傷害（Namie & Namie, 2000），就像 Schafer（1977）的意圖性及 Olweus(1993)

的積極型受害者感受，都可能招致他⼈人⼯工具性的⼈人際攻擊（interpersonal harming），導致受害者感受

的產⽣生（Aquino & Thau, 2009），這在明星員⼯工（star employee）或⾼高認知能⼒力員⼯工（high cognitive ability 

employee）的研究中，已獲得初步的佐證（Coyne, Craig, & Chong, 2004; Jensen, Patel, & Raver, 2014）。︒｡ 

再者，我們也可從社會⽐比較理論( Festinger, 1954)來說明「為何在職場中會有⼯工具性的⼈人際攻擊⾏行

為？」。︒｡職場就像其他⼈人際活動的場域，⼈人們可能會進⾏行向上⽐比較（upward comparison）或向下⽐比較

（downward comparison），⽐比較後的結果（情緒、︑､⾏行動或認知）則受到對⽐比效應（contrast effect；關

注彼此不同的屬性）或同化效應（assimilation effect；關注彼此的共同處）所影響。︒｡再者，個⼈人的績效

表現可能是職場中社會⽐比較的關鍵內涵，因為同部⾨門或同單位的成員，彼此互相知曉績效表現⽔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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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對這些資訊保有⾼高度的好奇與關注（Molleman, Nauta, & Buunk, 2007）。︒｡本研究推論，當個體與⾼高

績效表現的同仁進⾏行績效⽐比較時，即屬於向上績效⽐比較；若在績效⽐比較上產⽣生落差（⾃自⼰己不如他者），

則可能引發出對⽐比效應，此時在向上⽐比較且引發對⽐比效應的情境下，個體可能衍⽣生出負向的情感（如

嫉妒與敵意）與認知反應（如⾃自我認定威脅或⾃自尊的損傷）（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 Parrott& 

Smith, 1993; Salovey & Rothman, 1991; Smith & Kim, 2007），導致對⾼高績效表現者產⽣生⼈人際傷害⾏行為，

例如 Aquino 與 Douglas（2003）的實證研究發現認同威脅知覺確實會引發⼈人際間的傷害⾏行為，或可⽤用

來⽀支持上述之論點。︒｡總之，個體⾯面對向上績效⽐比較後所衍⽣生的負向情感與認知，可能會利⽤用⼈人際傷害

來攻擊⾼高績效表現者，⽤用以彌補個體⾃自我⼼心理之不⾜足（如⾃自卑或無⽤用），藉以維持⾃自我的⾯面⼦子與尊嚴

（Fein & Spencer, 1997）。︒｡ 

本研究認為，⾼高績效表現者可能因主管的社會⽐比較⽽而引發受害者感受（Kim & Glomb, 2014），

即主管在績效⽐比較後展現的負向情感表徵（affective manifestation），可促發⾼高績效部屬的受害者感受。︒｡

研究者認為社會⽐比較不但遍存於職場中，⽽而且組織中的實務系統甚⾄至助⾧長社會⽐比較的⽕火焰（如績效評

估、︑､升遷調薪、︑､薪資福利、︑､組織位階或主管職權等），在此⼯工作脈絡下，⾼高績效表現者不但容易成為

同儕⼈人際攻擊或不當對待的對象，也可能是主管視為個⼈人威脅的主要來源，或許這樣的假設可能與我

們的直覺感受有所落差，但新近⼀一些主管不當對待(abusive supervision)的研究成果，或可⽤用來佐證上

述之推論（如 Walter, Lam, Vegt, Huang, & Miao, 2015; 郭建志與蔡育菁，2012）。︒｡因此，本研究統整

過去有關受害者感受的研究成果，提出個⼈人層級的作⽤用機制與解釋歷程：認定威脅，⽤用來說明職場⾼高

績效受害者的現象。︒｡ 
 

⾼高績效受害的影響路徑：主管認同威脅 

本研究認為主管在⾯面對⾼高績效表現的部屬，可能會產⽣生害怕失去（認同威脅）的⼼心理，⽽而導致⼈人

際傷害的展現，使部屬產⽣生受害者感受。︒｡本研究認為⼯工作績效與受害者感受的關係，可經由個⼈人威脅

評估來鏈結。︒｡本研究認為⾼高績效表現的部屬，可能會對直接主管造成個⼈人認定的威脅（如能⼒力、︑､專業、︑､

地位或聲譽等），因⽽而引發主管的⼈人際攻擊與部屬的受害者感受。︒｡⾃自我認定(self identity)由個⼈人屬性(如

技能或能⼒力)及社會屬性(如性別或種族)所組成，個體具有維持正向⾃自我及社會認定的傾向，存有內在

⾼高昂的動機去抗拒任何威脅⾃自我認定的刺激、︑､情境、︑､事件或⾏行動(Aquino & Douglas, 2003; Emerson & 

Murphy, 2014; Baumeister, Smart, & Boden, 1996)。︒｡個⼈人認定可視為個體對⾃自我認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或⾃自我特殊核⼼心屬性的知覺，假若個體⾯面臨外在刺激（事件或⾏行動）對認知基模或核⼼心屬性的

挑戰、︑､詆毀或批評，使其感受到未來⾃自我認定可能受到潛在傷害時，認定威脅(identity threat)於焉產⽣生 

(Breakwell, 1983; Elsbach & Kramer, 1996; Ethier & Deaux, 1994)，即個體會經由威脅評估（threat appraisal; 

Fugate et al., 2012; Giannotta et al., 2012; Petriglieri, 2011）的過程，檢視⾃自我認定是否遭受外在刺激的

威脅，進⽽而採取後續⾏行動來因應之。︒｡ 

⾯面對⾼高績效的部屬，主管可能經由威脅評估過程感受到⾃自⼰己地位、︑､聲譽與認定受到威脅（Burris, 

2012；Kreiner & Sheep, 2009; Petriglieri, 2011; Major & O’Brien, 2005）。︒｡所謂的威脅，是指主管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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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可能的損失，這種損失可以是⼼心理、︑､⼈人際或經濟的（如丟⾯面⼦子或失去友情），只要外在刺激讓主

管感受到個⼈人重視事物有所損害，便會產⽣生威脅感（Fugate, Prussia, & Kinicki, 2012），例如⾯面對部屬

的挑戰型建⾔言（challenging voice），主管會因此種建⾔言涉及部屬對主管決策與做法的不信任與質疑，

因此可視為部屬對主管的個⼈人挑戰，縱使挑戰型建⾔言可能對團隊有所助益，但卻會威脅到主管在團隊

內的專業、︑､形象與地位，因為挑戰型建⾔言顯⽰示主管未能提出有效的改善⽅方法或是未能覺察舊有制度的

缺失，有著「部屬能⼒力更勝主管」的意義內涵。︒｡在此情境下，主管可能感受到⾃自⼰己的專業、︑､能⼒力、︑､聲

譽與地位受到部屬的威脅。︒｡ 

本研究認為⾼高績效的部屬，對主管⽽而⾔言是重要的外在刺激事件，當主管知覺到部屬的⾼高績效表現

時，便會⾃自動化的啟動威脅評估系統，審視外在刺激（部屬的⾼高績效表現）對⾃自⾝身重視事物可能造成

的傷害或損失，假若主觀感受是肯定的，⾃自我的威脅感於焉產⽣生（Fugate et al., 2012; Giannotta et al., 

2012）。︒｡⼀一般⽽而⾔言，企業主管重視的可以是⾯面⼦子、︑､⾃自尊、︑､地位、︑､聲譽、︑､專業、︑､形象、︑､能⼒力或價值，如

果主管知覺部屬危及上述之認定內容時，便可能產⽣生⼼心理威脅感，例如部屬的績效表現過於優異，會

對主管的能⼒力形成挑戰，表⽰示未來有資格取代主管的地位，甚⾄至減損當下主管在團體中的重要性與獨

特性。︒｡過往的研究發現，當個體感受到內部團隊成員的能⼒力優於⾃自⼰己時，個體會認為⾃自⼰己的獨特性減

少，且在地位的競逐上也居於弱勢，因⽽而產⽣生地位減損的威脅感（Menon et al., 2006）。︒｡Burris（2012）

也發現部屬過於凸顯才能表徵的⾏行為時，主管會因感受到部屬正在傷害⾃自⼰己的能⼒力與地位，⽽而產⽣生⾃自

我的威脅感。︒｡綜合上述，本研究推論部屬的⾼高績效表現，會引發主管的威脅評估，產⽣生⾃自我認定的威

脅。︒｡ 

⾯面對⾼高績效部屬所引起的⾃自我認定威脅，主管會採取⾏行動以因應這些威脅所造成的⼼心理不適。︒｡截

⾄至⽬目前為⽌止，雖然尚未有直接的證據來說明主管⾯面對認定威脅時的因應機制，但過去的研究發現⾃自我

認定受到威脅的個體，會有強烈的動機去保護⾃自我認定（如⾯面⼦子、︑､⾃自尊、︑､地位、︑､聲譽、︑､專業、︑､形象、︑､

能⼒力或價值），避免或減緩外在刺激對⾃自我的傷害（Giannotta et al., 2012; Petriglieri, 2011）。︒｡依此論

之，對⾼高績效部屬採取⼈人際攻擊⾏行為，遂為⾯面對認定威脅的主管可以採⾏行的有效⽅方法，例如前述部屬

挑戰型建⾔言的例⼦子，主管因應⾃自我認定威脅的⽅方式可以是不採納此建⾔言，或是公開場合批評此建⾔言，

或是嘲諷建⾔言的內容，這些因應⽅方式皆可⽤用來維護⾃自⼰己的地位與形象，避免⾃自尊或⾃自我概念受損。︒｡然

⽽而，這些主管直接或間接展現的⼈人際攻擊⾏行為，卻會造成⾼高績效部屬受害者感受的產⽣生。︒｡因此，本研

究假設主管認定威脅會中介部屬⼯工作績效表現與職場受害者感受間的關係，即⾼高績效⼯工作者會引發主

管的⾃自我認定威脅，進⽽而使其經歷到受害者感受。︒｡   

假設 1 主管認定威脅會中介部屬⼯工作績效表現與受害者感受間的關係，即⾼高績效部屬會引發

主管的認定威脅，進⽽而使其經歷到受害者感受。︒｡ 
 

受害者感受的邊際條件 

本研究提出兩個調節變項，分別為主管⼼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部屬逢迎，⽤用來說明其在部屬績效表現

與主管認定威脅間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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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心理集體性。︒｡Jackson、︑､Colquitt、︑､Wesson、︑､Zapata-Phelan（2006）將⼼心理集體性（psychological 

collectivism）視為個體與團體鏈結的程度，⾼高⼼心理集體性的個體，重視與其他團體成員的關係，偏好

留駐在團體中。︒｡他們傾向將團體的責任視為⾃自⼰己的責任，這種集體的責任感讓他們願意依賴與信任團

體成員，也願意關注其他成員的福祉及遵守團體的規範，⽤用以維持團體的和諧。︒｡再者，他們會以團體

的利益作為⾏行動的選擇依據，並將團體的⽬目標置於個⼈人⽬目標之上，縱使需要犧牲個⼈人的利益也在所不

惜。︒｡本研究推論，當主管具有⾼高度的⼼心理集體性時，在情感上會偏好且依賴這個團體，在⾏行動上會專

注團體的發展與表現，在認知上會以團體的⽬目標為優先。︒｡ 

本研究認為，⾼高⼼心理集體性的主管較少使⽤用不利性的社會⽐比較，他們會將⽐比較的對象轉移⾄至其他

相對⽴立或競爭的團體上，甚⾄至將⾃自我評價的來源從個⼈人能⼒力（或個⼈人⼯工作績效表現）轉移⾄至團體的能

⼒力（或團體的績效表現），對於團體成員的⾏行動傾向從「我」變成「我們」，由於視⾼高績效表現者為

⾃自⼰己⼈人(in-group member)，因此較不易產⽣生⾃自我威脅等負向⼼心理反應。︒｡Gardner、︑､Gabriel 及 Hochschild

（2002）的研究發現當個體的⾃自我觀點擴⼤大⾄至團體關係時，⾯面對團體成員的成功，縱使是在⾃自我重視

的領域，其⾃自我評價可以獲得提升，⽽而⾮非受到威脅。︒｡整體來說，研究者認為⾼高⼼心理集體性的主管，較

專注於團體的績效表現⽽而⾮非個體的成就（如⾼高績效表現者），因⽽而較不易引起威脅評估，Brewer 與

Weber（1994）的研究發現與團體內的⾼高績效者相⽐比，個體的⾃自我評價會獲得提升；但與團體外的⾼高績

效者相⽐比較時，則會傷及⾃自我評價。︒｡ 

假設 2 主管的⼼心理集體性會調節部屬的⼯工作績效與主管認定威脅間的關係。︒｡ 
 
知覺部屬逢迎。︒｡逢迎(ingratiation)是指以討⼈人喜歡的⾏行動來提升⾃自⼰己的⼈人際吸引⼒力，其內容包括

意⾒見順從（如表現與主管相似的價值、︑､信念與觀點）與⾃自我表徵（如展現主管想要的或預期的⾏行為及

態度）（Jones, 1964）。︒｡部屬的逢迎⾏行為，我們可視為是向上政治影響策略（Kumar & Beyerlein, 1991），

藉此獲得主管的贊同與賞識。︒｡過去的研究發現，部屬的逢迎⾏行為與主管的升遷決策、︑､調薪幅度、︑､及績

效評估有關（Cheng, Chiu, Chang, & Johnstone, 2014; Higgins, Judge, & Ferris, 2003），顯⽰示向上逢迎策

略可以獲得主管正向的評價與個⼈人⽬目標的達成。︒｡部屬透過向上逢迎⾏行為，可與主管建⽴立有利的⼈人際關

係，讓主管喜歡⾃自⼰己（Wayne & Ferris, 1990）。︒｡再者，部屬的意⾒見順從或⾃自我表徵⾏行動，則強化了主

管的信⼼心：我的想法、︑､⾏行動或信念是正確的，使得主管對部屬有著意⾒見或⾏行動相⼀一致的契合⼼心理。︒｡ 

本研究推論對於⾼高績效的部屬，其向上逢迎⾏行為可以減緩主管的威脅評估反應。︒｡Treadway、︑､Ferris、︑､

Duke、︑､Adams、︑､及 Thatcher（2007）認為逢迎的主要功能在⼈人際促進（interpersonal facilitation），主管

傾向認為逢迎的員⼯工是有幫助的、︑､體恤的、︑､合作的及善解⼈人意的，引發出主管對部屬的善意感受

（goodwill）(Liden & Mitchell, 1994)。︒｡再者，因為喜歡⽽而強化了主管-部屬的關係品質，使得主管信任

部屬，更易使主管將其視為⾃自⼰己⼈人（in-group member），產⽣生良好的互動與對待模式。︒｡在此情境下，

主管較不易產⽣生績效的對⽐比效果（contrast effect），較不易有⾃自我認定威脅的產⽣生。︒｡ 

假 3 主管知覺部屬逢迎會調節⼯工作績效與主管認定威脅間的關係。︒｡ 
 
 



10	
  

 
受害者感受的結果 

樂在⼯工作。︒｡樂在⼯工作(enjoyment of work)指涉個體因經歷內在的⼯工作歡愉或興趣，⽽而展現追求⼯工

作活動的傾向(McMillan, Brady, O’Driscoll, & Marsh, 2002; Spence & Robbins, 1992)。︒｡樂在⼯工作者展現

正向的⼯工作情感，諸如熱情、︑､投⼊入及滿⾜足(Buelens & Poelmans, 2004)，其⼯工作壓⼒力感受較低，具⾼高度的

情緒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對於⼯工作及⽣生涯的偏好也較正向。︒｡歸納過去的研究成果，發現樂在⼯工

作者能在⼯工作過程中激發出正向情感(如有趣或興趣)，具有較⾼高的⼯工作動機，較佳的⼈人際關係，較多

的利社會⾏行為，較多的創意思考，較適化的壓⼒力因應策略及對⼯工作與⽣生涯較正向的知覺(如 Forgas & 

George, 2001; Spence & Robbins, 1992)。︒｡本研究推論經歷受害者感受的⾼高績效⼯工作者，其樂在⼯工作的程

度會較低，因為來⾃自主管的⼈人際傷害，使其覺得互動不公平，甚⾄至衍⽣生出主管不當對待的⼼心理（Tepper, 

2000）。︒｡在此情境下，個體難以維持正向的⼯工作情感與⼯工作動機，甚⾄至造成⼼心理的沮喪與挫折（Wu, 

Frederick, Ho, & Zhang, 2012），過去⼀一些有關受害者感受的相關研究（如職場攻擊、︑､霸凌、︑､騷擾、︑､不

⽂文明或不當對待），也發現受害者感受與⼯工作滿意、︑､⽣生活滿意、︑､害怕或情緒耗竭有顯著的關聯（如

Goldberg & Grandey, 2007; Quine, 2001; Rogers & Kelloway, 1997; Vartia & Hyyti, 2002），顯⽰示他們對

於⼯工作與⼈人際的偏好受到傷害，難以經歷⼯工作的內在歡愉與喜悅。︒｡因此本研究假設，經歷受害者感受

的⾼高績效部屬，其樂在⼯工作的程度會較低。︒｡ 

假設 4  經歷受害者感受的⾼高績效部屬，其樂在⼯工作的程度會較低。︒｡ 
 
主管負向⼋八卦。︒｡主管導向的負向⼋八卦是指部屬在主管不在場的情況下，談論主管的負向事件，諸

如決策錯誤或情緒管理不當等議題。︒｡Aquino 與 Thau（2009）認為情緒導向的因應策略（emotion-focused 

coping strategy）可⽤用來降低受害者的負向情緒與負向⼼心理，⽽而主管導向的負向⼋八卦遂為可⾏行的⽅方法之

⼀一。︒｡因為部屬可藉由主管的負向⼋八卦傳播，貶抑其聲譽、︑､表現與能⼒力，可使主管的社會地位與優勢受

到傷害，部屬藉由暫時性的情緒壓⼒力釋放(letting off steam)，⽤用以宣洩⽣生氣、︑､焦慮或不滿等內在不愉快

感受，達到⾝身⼼心的平衡(Foster, 2004)。︒｡過去的研究發現，受害者感受會引發當事者負向的情感反應（如

LeBlanc & Kelloway, 2002），例如害怕、︑､焦慮、︑､憤怒、︑､沮喪、︑､不安或煩躁，這些負向情感可透過主管

負向⼋八卦獲得宣洩，我們可視為是⼀一種⾃自我療癒的過程。︒｡再者，對於⾼高績效部屬⽽而⾔言，受害者感受會

傷及⾃自我的⼯工作意義或價值，導致⾃自尊或⾃自我受損，個體因此需要進⾏行⼼心理復健，才能獲得內在的主

觀平衡。︒｡因此，個體針對主管進⾏行負向⼋八卦，談論其不利的⾏行動或事項，遂為可⾏行與安全的策略與做

法，依據 Dollard、︑､Miller、︑､Doob、︑､Mowrer 與 Sears(1939)的挫折─攻擊假說（frustration-aggression 

hypothesis），我們可將主管導向的負向⼋八卦視為是種替代性攻擊行為(replaced aggression)，源⾃自⾼高績

效部屬受害者感受的⼼心理挫折。︒｡因此本研究假設，經歷受害者感受的⾼高績效部屬，有較⾼高的主管導向

負向⼋八卦⾏行為。︒｡ 

假設 5  經歷受害者感受的⾼高績效部屬，有較⾼高的主管導向負向⼋八卦⾏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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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便利性取樣的⽅方式來蒐集資料，為了擴⼤大研究結果的可類推性，研究者選擇多種產業進

⾏行施測（如製造業、︑､服業業及⾼高科技產業）。︒｡在蒐集資料時，本研究採對偶(dyad)測量⽅方式，如此可降

低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影響（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本

研究總共蒐集 231 套有效問卷，主管 130 ⼈人，部屬 231 ⼈人；其中男性部屬 105 ⼈人，⼥女性部屬 125 ⼈人；

平均年齡為 34.94 歲（標準差為 8.38 歲），平均年資為 7.19 年（標轉差為 7.38 年）。︒｡ 
 

（⼆二）研究⼯工具 

⼯工作績效。︒｡本研究採⽤用 Liden、︑､Wayne 及 Stilwell (1993)的量表來測量部屬的⼯工作績效，由主管來

填答，共有四個題⽬目，測量內容如「整體看來，這位部屬的⼯工作表現很傑出」及「整體看來，這位部

屬的辦事效率很好」。︒｡本研究採 Likert 六點量尺，從(1)⾮非常不同意⾄至(6)⾮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主管

評定的部屬⼯工作績效越⾼高。︒｡ 

認定威脅。︒｡本研究參考 Fugate 等⼈人（2012）及 Aquino 與 Douglas (2003)的認定威脅觀點，⾃自⾏行

發展主管認定威脅的評量⼯工具，共有三個題⽬目：這位部屬讓我覺得我在組織中的聲望遭受威脅、︑､這位

部屬讓我覺得我在組織中的地位遭受威脅、︑､及這位部屬讓我覺得我在組織中的重要性遭受威脅。︒｡本研

究採 Likert 六點量尺，從(1)⾮非常不同意⾄至(6)⾮非常同意。︒｡ 

受害者感受。︒｡本研究參考 Aquino 等⼈人(1999)及 Ferris 等⼈人（2008）的觀點，發展⼈人際⾯面的受害者

感受測量⼯工具（共四題），題⽬目內容為「主管對待我的⽅方式讓我看起來很糟」及「⼯工作時主管不會注

意我的狀況」。︒｡本研究採 Likert 六點量尺，從(1)⾮非常不同意⾄至(6)⾮非常同意。︒｡ 

⼼心理集體性。︒｡本研究選⽤用 Selenta 與 Lord(2005)的集體⾃自我量表作為測量⼯工具，測量題⽬目如「當我

所屬的單位有好表現時我會覺得很⾃自豪」及「我關⼼心的是團隊整體⽽而不是那些喜歡我或是我喜歡的團

隊中個別成員」。︒｡每題後⾯面附有六點量尺，量尺上標明 1「⾮非常不同意」⾄至 6「⾮非常同意」。︒｡ 

知覺逢迎。︒｡本研究參考 Bolino 與 Turnley(1999)的觀點，測量主管對部屬意⾒見順從的逢迎知覺（共

四題），諸如故意表現與主管相似的價值、︑､信念與觀點，或是主管想要的⾏行為或態度，測量題⽬目為「這

位部屬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與我相同」及「這位部屬⽤用與我相同的⽅方法來處理問題」。︒｡本研究採六點

量尺，量尺上標明 1「⾮非常不同意」⾄至 6「⾮非常同意」。︒｡ 

樂在⼯工作。︒｡樂在⼯工作測量個體⼯工作的快樂、︑､興趣及追求⼯工作活動的傾向，本研究參考 Hackman 與

Oldham(1976)及 Diener 等⼈人（1985）的觀點，發展出四題樂在⼯工作的題⽬目，測量題⽬目如「整體來說，

我⾮非常滿意我的⼯工作」及「整體來說，我能從我⽬目前的⼯工作上得到成就感」。︒｡本研究採 Likert 六點量

尺，從(1)⾮非常不同意⾄至(6)⾮非常同意。︒｡ 

負向⼋八卦。︒｡本研究採⽤用郭建志（2012，2013，2014）的職場負向⼋八卦量表，共有 6 道題⽬目，內容

如：「我會談論主管⼯工作表現不佳的相關話題」及「我會談論主管在⼯工作上亂發脾氣等情緒管理不佳

的話題」。︒｡本研究採六點尺度，量尺上標明 1「⾮非常不同意」⾄至 6「⾮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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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項。︒｡本研究將個⼈人⼈人⼝口統計變項作為控制變項，以排除其對研究變項的影響，其內容包含

性別、︑､年齡、︑､年資及教育程度等。︒｡ 
 

 

研究結果 
相關分析結果 

 本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相關及內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如表 1 所⽰示。︒｡部屬⼯工作

績效與主管認定威脅（r = .19，p < .01）、︑､樂在⼯工作（r = .28，p < .01）及主管知覺逢迎（r = .80，p < .01）

皆呈顯著正相關；主管認定威脅與⾼高績效受害者（r = .26，p < .01）及知覺逢迎（r = .25，p < .01）皆

呈顯著正相關，與⼼心理集體性（r = -.17，p < .05）呈顯著負相關。︒｡⾼高績效受害者與主管導向負向⼋八卦

（r = .24，p < .01）呈顯著正相關；樂在⼯工作與主管導向負向⼋八卦（r = .14，p < .05）及知覺逢迎（r 

= .23，p < .01）也皆呈顯著正相關。︒｡整體⽽而⾔言，本研究潛在變項間存在著低⾄至中度的相關，再次顯⽰示

這些構念的測量確實具有區辨效度。︒｡ 
 
 表 1  平均數, 標準差與相關分析結果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1. 部屬⼯工作績效 4.27 1.01 (.93)†       

2. 主管認定威脅 2.25 1.05 .19** (.92)      

3. ⾼高績效受害 2.30 .90 -.07 .26** (.83)     

4. 樂在⼯工作 3.90 .82 .28** -.01 -.09 (.80)    

5. 負向⼋八卦 5.17 1.48 .03 .12 .24** .14* (.89)   

6. ⼼心理集體性 3.89 .54 .07 -.17* -.06 .08 .04 (.78)  

7. 知覺逢迎 2.99 .80 .80** .25** -.03 .23** .08 .06 (.94) 

註. †.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呈現在括號中。︒｡(* p < .05, ** p < .01, *** p < .001). 
 
 
測量模式之結果 

本研究以 LISREL8（Jöreskog & Sörbom, 1993）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進⾏行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之檢驗。︒｡本研究採⽤用

Bollen（1990）的分析建議，在⼤大樣本時以多重契合指標來解釋模式與資料的契合度，因此本研究除進

⾏行 χ2 檢定外，也採⽤用 RMSEA、︑､IFI（Bentler, 1983）、︑､ TLI（Bentler & Bonnett, 1980）、︑､及 CFI（Bentler 

& Bonnett, 1980; Hu & Bentler, 1999）等指標。︒｡在測量模式中，研究者將樣本共變數矩陣（covariance 

matrix）置⼊入 LISREL8 中，允許每個測量項⽬目負荷在特定的變項上。︒｡其後，研究者以 t 值來檢驗測量

模式每個路徑係數的顯著性，說明測量題項與變項間的信度及整個測量模式的適配度。︒｡ 

CFA 結果顯⽰示，對應於其所負荷的變項，測量模式的所有路徑皆達顯著（p < .05），雖然 χ2(303, 

N = 205) = 495.42（p<.05）是顯著的，但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低於 3（其值為 1.64），顯⽰示此測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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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與研究資料間有著不錯的適配度（Hughes, Price, & Marrs, 1986）。︒｡再者，此測量模式的 RMSEA = .05、︑､ 

IFI = .95、︑､TLI = .94、︑､CFI = .95，顯⽰示其與資料有著不錯的適配度，是個可以接受的模式。︒｡本研究也進

⾏行測量模式的檢定，將假設模式（七因⼦子模式：⼯工作績效、︑､認定威脅、︑､⾼高績效受害、︑､樂在⼯工作、︑､負向

⼋八卦、︑､⼼心理集體性、︑､及知覺逢迎）與其他模式進⾏行⽐比較（⾒見表 2），結果發現假設模式⽐比六因⼦子模式

（△c2/df = 35.33, p < .001）、︑､五因⼦子模式（△c2/df = 45.95, p < .001）、︑､四因⼦子模式（△c2/df = 122.59, 

p < .001）、︑､三因⼦子模式（△c2/df = 94.35, p < .001）、︑､⼆二因⼦子模式（△c2/df = 110.86, p < .001）、︑､及單

因⼦子模式（△c2/df = 108.01, p < .001）的適配度都較佳。︒｡ 
 
表 2  測量模式分析結果 

模式 因⼦子 c2 df △c2/df IFI TLI CFI RMSEA 

假設模式 7 因⼦子 495.42 303  .95 .94 .95 .05 

模式 1 6 因⼦子 707.39 309 35.33 .90 .89 .89 .08 

模式 2 5 因⼦子 1000.92 314 45.95 .83 .81 .83 .10 

模式 3 4 因⼦子 1838.91 318 122.59 .62 .58 .62 .14 

模式 4 3 因⼦子 2193.75 321 94.35 .53 .48 .53 .16 

模式 5 2 因⼦子 2712.71 323 110.86 .40 .34 .40 .18 

模式 6 1 因⼦子 2763.60 324 108.01 .39 .33 .39 .18 

註：假設模式（七因⼦子：⼯工作績效、︑､認定威脅、︑､⾼高績效受害、︑､樂在⼯工作、︑､負向⼋八卦、︑､⼼心理集體性、︑､及知覺逢迎）；

模式 1（六因⼦子：⼯工作績效、︑､認定威脅、︑､⾼高績效受害、︑､樂在⼯工作、︑､負向⼋八卦、︑､⼼心理集體性及知覺逢迎結合

成⼀一個因素）；模式 2（五因⼦子：⼯工作績效、︑､認定威脅、︑､⾼高績效受害、︑､樂在⼯工作與負向⼋八卦結合成⼀一個因

素、︑､⼼心理集體性及知覺逢迎結合成⼀一個因素）；模式 3（四因⼦子：⼯工作績效、︑､認定威脅、︑､⾼高績效受害與樂

在⼯工作及負向⼋八卦結合成⼀一個因素、︑､⼼心理集體性及知覺逢迎結合成⼀一個因素）；模式 4（三因⼦子：⼯工作績

效與認定威脅結合成⼀一個因素、︑､⾼高績效受害與樂在⼯工作及負向⼋八卦結合成⼀一個因素、︑､⼼心理集體性及知覺逢

迎結合成⼀一個因素）；模式 5（⼆二因⼦子：⼯工作績效及認定威脅及⾼高績效受害及⼼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逢迎結合

成⼀一個因素、︑､樂在⼯工作與負向⼋八卦結合成⼀一個因素）；模式 6（單因⼦子：所有因素結合成⼀一個因素）。︒｡ 
 

 
再者，部屬⼯工作績效、︑､認定威脅、︑､⾼高績效受害、︑､樂在⼯工作、︑､負向⼋八卦、︑､⼼心理集體性及知覺逢迎這

七個潛在變項的混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分別為.95、︑､.95、︑､.89、︑､.87、︑､.92、︑､.88 及.96，皆達.60 的

要求⽔水準，顯⽰示潛在變項具有良好的混合信度。︒｡在效度驗證⽅方⾯面，本研究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部屬⼯工作績效為.83、︑､認定威脅為.86、︑､⾼高績效受害為.67、︑､樂在⼯工作為.63、︑､

負向⼋八卦為.66、︑､⼼心理集體性為.70 及知覺逢迎為.89，皆符合.50 的要求⽔水準（Fornell & Larcker, 1981），

顯⽰示本研究具有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再者，這些潛在變項的重疊變異量（shared variance）

低於上述的 AVE，也顯⽰示本研究具有區辨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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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評估區辨效度，本研究針對每個構念（潛在變數）進⾏行配對卡⽅方差異檢定

（O’Leary-Kelly & Vokurka, 1998）。︒｡研究者⾸首先針對每個配對構念，檢驗雙因⼦子 CFA 模式；其次，

研究者也進⾏行單因⼦子 CFA 模式檢驗，當單因⼦子模式與雙因⼦子模式的卡⽅方值差距（在⾃自由度為 1 的情

況下）⼤大於 3.84 時，則表⽰示這兩個潛在變項是可以區別的。︒｡本研究共檢驗 21 組配對建構檢驗，其卡

⽅方值差異皆⼤大於 3.84（p<.05），顯⽰示本研究的測量具有區辨效度。︒｡此外，本研究採⽤用 Harman 單因

⼦子法檢驗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 (Podsakoff et al., 2003)，由 SEM 的結果發現單因⼦子的適配度不佳(χ2 

(324) = 2763.60, p < .001, RMSEA= .15, CFI= .39, TLI = .33, IFI= .39)，顯⽰示本研究受共同⽅方法變異的影

響在可接受範圍。︒｡ 
 

研究假設之檢驗 

本研究以 AMOS 21(Arbuckle, 2012)執⾏行潛在結構模式（lat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來檢驗假

設 1、︑､假設 4 及假設 5，結果發現假設模式具有良好的適配度(χ2 = 94.16, df = 51, p < .001, χ2 / df = 1.85, 

CFI = .97, IFI = .97, TLI = .97, RMSEA = .06)。︒｡部屬⼯工作績效與認定威脅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標準化路

徑係數 = .19, p < .05），認定威脅與⾼高績效受害有顯著的正向關係（標準化路徑係數 = .30, p < .001），

⾼高績效受害與樂在⼯工作的關係呈現不顯著（標準化路徑係數 = .-.13, n.s.），但與負向⼋八卦則有正向的

關係（標準化路徑係數 = .24, p < .01）。︒｡本研究假設 1 為主管認定威脅會中介部屬⼯工作績效表現與受

害者感受間的關係，即⾼高績效部屬會引發主管的認定威脅，進⽽而使其經歷到受害者感受，本研究採⽤用

95%拔靴信賴區間（95% bootstrap confidence interval; Edwards & Lambert, 2007）來檢驗假設 1 的間接

效果，結果發現間接效果為.06，95%拔靴信賴區間為.30 到.01（p < .01），因此假設 1 獲得⽀支持。︒｡假

設 4 為經歷受害者感受的⾼高績效部屬，其樂在⼯工作的程度會較低，本研究同樣採⽤用 95%拔靴信賴區間

來檢驗假設 4 的間接效果，結果發現間接效果為-.01，95%拔靴信賴區間為.001 到-.015(p > .05)，因此

假設 4 未獲得⽀支持。︒｡假設 5 為經歷受害者感受的⾼高績效部屬，有較⾼高的主管導向負向⼋八卦⾏行為，本研

究也採⽤用 95%拔靴信賴區間來檢驗假設 5 的間接效果，結果發現間接效果為.02，95%拔靴信賴區間

為.038 到.004（p < .01），因此假設 5 獲得⽀支持。︒｡ 

本研究假設 2 為主管的⼼心理集體性會調節部屬的⼯工作績效與主管認定威脅間的關係，假設 3 為

主管知覺逢迎會調節⼯工作績效與主管認定威脅間的關係。︒｡本研究以回歸分析進⾏行檢驗，為了避免多重

共線性（multicollinearnality）的影響，乃採趨中化的資料轉化⽅方式（Aiken & West, 1991），將原始分

數轉化為平均數中⼼心，因為互動效果是由⼆二個變項組合⽽而成，因此存有共線性、︑､主要效果及互動效果

不明確等問題，藉由趨中化處理，可以避免上述問題之產⽣生，⽤用以確保本研究結果的效度。︒｡由表 3 的

M3 可知，在控制⼈人⼝口統計變項、︑､部屬⼯工作績效及主管⼼心理集體性的主要效果後，部屬⼯工作績效與主

管⼼心理集體性的互動對主管認定威脅（β = -.12，n.s.）的預測效果不顯著，因此假設 2 未能獲得⽀支持。︒｡

同樣的，假設 3 檢驗主管知覺逢迎對部屬⼯工作績效與主管認定威脅間的調節效果，由表 3 的 M6 可知，

在控制⼈人⼝口統計變項、︑､部屬⼯工作績效及主管知覺逢迎的主要效果後，部屬⼯工作績效與知覺逢迎的互動

對主管認定威脅（β = -.42，n.s.）的預測效果也不顯著，因此假設 3 未能獲得⽀支持。︒｡ 



15	
  

 
 
 

 
 
 
 
 
 
 
 
 
 
 
 
 
 
 
 
 
 
 
 
 
 
 
 
 
 
 
 
 
 
 
 
然⽽而，除了第⼀一階段的互動分析外，本研究也進⾏行第⼆二階段的互動分析，探討主管⼼心理集體性及

知覺逢迎在認定威脅與⾼高績效受害間是否具有調節效果。︒｡由表 3 的 M9 可知，在控制⼈人⼝口統計變項、︑､

主管認定威脅及主管⼼心理集體性的主要效果後，主管認定威脅與主管⼼心理集體性的互動對⾼高績效受害

者（β = 1.15，∆ R2 = .02，p < .05）具顯著預測效果。︒｡本研究為了進⼀一步檢驗其互動效果，以主管認定

威脅與主管⼼心理集體性為基礎，以正負⼀一個標準差區分為⾼高⼼心理集體性及低⼼心理集體性，以此來說明

⼆二者在⾼高績效受害者上的互動效果，結果如圖 2 所⽰示。︒｡由圖 2 可知，當主管為⾼高⼼心理集體性時，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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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威脅與⾼高績效受害者的正向關連性較強；⽽而主管為低⼼心理集體性時，主管認定威脅與⾼高績效受害

者的關連性則較弱。︒｡顯⽰示主管為⾼高集體性時，部屬的⾼高績效受害會隨著主管的認定威脅的增加⽽而增加，

但低集體性的主管則沒有這樣的效果。︒｡ 
 
 

 
 

圖 2 認定威脅與⼼心理集體性之交互作⽤用圖 

 
 
再者，由表 3 的 M12 可知，在控制⼈人⼝口統計變項、︑､主管認定威脅及主管知覺逢迎的主要效果後，

主管認定威脅與主管知覺逢迎對⾼高績效受害者（β = .56，∆ R2 = .01，p < .10）的預測效果達顯著⽔水準。︒｡

本研究為了進⼀一步檢驗其互動效果，以主管認定威脅與知覺逢迎為基礎，以正負⼀一個標準差區分為⾼高

部屬逢迎及低部屬逢迎，以此來說明⼆二者在⾼高績效受害者上的互動效果，結果如圖 3 所⽰示。︒｡由圖 3 可

知，當主管知覺為⾼高逢迎時，主管認定威脅與⾼高績效受害者的正向關連性較強；⽽而主管知覺為低逢迎

時，主管認定威脅與⾼高績效受害者的關連性則較弱。︒｡顯⽰示在⾼高主管知覺逢迎時，部屬的⾼高績效受害會

隨著主管認定威脅的增加⽽而增加，但在低主管知覺逢迎的情況下，則沒有這樣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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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認定威脅與知覺逢迎之交互作⽤用圖 

 
 

討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從主管⾓角度探討⾼高績效⼯工作者的受害現象，這是過去研究較少採⽤用的觀點。︒｡本

研究主張主管的認定威脅在⾼高績效受害者過程中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因為部屬的⾼高績效表現會危及主

管在組織中的地位、︑､聲望、︑､價值與貢獻，使得⾃自我受到部屬的挑戰與威脅（Burris, 2012; Menon et al., 

2006），產⽣生⼼心理的緊張與不適，因⽽而會有強烈的動機保護及維持⾃自我的認定，⽽而對⾼高績效部屬的⼈人

際攻擊遂為可⾏行的因應⽅方法，因為⼈人際攻擊不容易被察覺，容易合理化與正當化，且組織通常缺乏明

確的⼈人際規範，因此難以被組織處罰，例如主管⼯工作時刻意忽略部屬的存在或是對待的⽅方式讓部屬覺

得⾃自⼰己很糟，主管可以解釋是因為⾃自⼰己很忙或不⼩小⼼心，但卻可以對部屬造成極⼤大的⼼心理傷害。︒｡本研究

結果⽀支持這樣的觀點，⾼高績效部屬會引發主管的認定威脅，進⽽而使其經歷到受害者感受。︒｡ 

本研究也發現，經歷受害者感受的⾼高績效部屬，有較⾼高的主管導向負向⼋八卦⾏行為，但對樂在⼯工作

較無影響。︒｡這樣的結果顯⽰示，⾼高績效部屬⾯面對主管的⼈人際傷害，情緒導向的因應策略是其有效的⾏行動

⽅方法（Aquino & Thau, 2009），因為過去研究發現負向情感反應（如⽣生氣、︑､害怕、︑､焦慮或不安）是受

害者現象的主要特性之⼀一（LeBlanc & Kelloway, 2002），部屬藉由對主管的負向⼋八卦，諸如批評主管

的能⼒力、︑､情緒、︑､表現或決策，如此可⽤用來紓解內在的負向認知與情感，更能保護及維持⾃自我的價值及

尊嚴，因此我們可以視為是⾼高績效受害部屬的⼼心理復健與⾃自我療癒。︒｡再者，⾼高績效受害並不會影響部

屬的樂在⼯工作，這與過去受害者研究的發現有所差異（例如 Vartia & Hyyti, 2002），例如受害者感受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低 ⾼高

⾼高
績
效
受
害

知覺逢迎低

知覺逢迎⾼高

認定威脅 



18	
  

常會降低⼯工作滿意、︑､⽣生活滿意或個⼈人情感（如 Goldberg & Grandey, 2007）。︒｡為何會有這種差異？可能

原因是⾼高績效⼯工作者的⼯工作動機本來就源⾃自內在動機，因為⾃自⼰己喜歡這個⼯工作⽽而願意投⼊入努⼒力與資源，

因⽽而會有⾼高績效的表現，⽽而主管的⼈人際⾯面傷害則屬於外在環境因素，不容易影響⾼高績效者的內在⼯工作

動機，未來的研究可針對此論點加以釐清之。︒｡ 

對於部屬⼯工作績效-主管認同威脅關係中的邊際條件，主管⼼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部屬逢迎都呈現不

顯著的結果，這與本研究假設不符合，其可能原因是變項間的相關過⾼高，例如⼯工作績效表現與主管知

覺逢迎的⾼高度相關導致互動的不顯著，由於這兩個變項都是由主管評定，未來研究可以考慮以不同時

間點或不同來源的資料蒐集⽅方式來檢驗之。︒｡其次，有可能這兩個調節變項作⽤用在另外的⼼心理階段（即

不是在部屬⼯工作績效-主管認同威脅階段），過去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的研究發現，向上⽐比較

的結果會帶來⼼心理的痛（pain），會使⾃自⼰己感到挫折與⾃自卑，進⽽而影響⾃自我認定與⾃自我概念，因此部屬

的⾼高⼯工作績效帶給主管的認定威脅是相當穩定的，就算在⼼心理集體性與逢迎順從的情境下，仍無法撼

動他們間的關係。︒｡然⽽而，本研究進⼀一步檢驗⼼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逢迎是否會調節主管認同威脅-部屬⾼高績

效受害間的關係，因為主管可能會主動進⾏行⾃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依據⾃自我的認定與部屬的⾏行

動來展現⼈人際的傷害⾏行為，因此本研究進⾏行額外的分析，探討⼼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逢迎在主管認定威脅

-部屬⾼高績效受害間的調節效果，結果發現⼆二者皆具有調節效果，當主管為⾼高⼼心理集體性時，部屬的⾼高

績效受害會隨著主管的認定威脅的增加⽽而增加，但低⼼心理集體性的主管則沒有這樣的效果。︒｡同樣的，

當主管知覺部屬為⾼高向上逢迎時，部屬的⾼高績效受害會隨著主管的認定威脅的增加⽽而增加，但在低主

管知覺逢迎的情況下，則沒有這樣的效果。︒｡這樣的現象⾮非常獨特，是未來研究者可以深⼊入探討的。︒｡ 

雖然本研究採對偶的資料蒐集⽅方式，但部分資料的來源仍是同個受試者（例如⾼高績效傷害、︑､樂在

⼯工作與負向⼋八卦），因此仍存有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問題。︒｡為了排除共同⽅方法變

異的可能影響，本研究採⽤用 Harman 的單因⼦子檢測法，結果發現 CMV 的影響在可以接受的程度

（Podsakoff et al., 2003）。︒｡然⽽而，本研究仍無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不同來源的資料蒐集

⽅方式是未來可⾏行的⽅方法，諸如雇⽤用資料或同事評估的資料，研究者也可採⽤用縱貫式的研究設計，以避

免共同⽅方法變異的產⽣生。︒｡ 

本研究探討的兩個情境變項（⼼心理集體性與知覺逢迎）的調節⾓角⾊色皆未獲得⽀支持，未來研究可以

建⽴立在理論基礎上選擇重要的情境變項進⾏行檢驗，例如主管的核⼼心⾃自我評估(core self-evaluation)、︑､⾃自

戀性格(narcissism)或良⼼心⾏行為(conscientiousness)等⼈人格屬性，或是⼯工作相依性或結果依賴性等⼯工作特

徵。︒｡再者，未來研究也可探討道德氣候或組織⽂文化(DeConinck, 2011)在⾼高績效受害過程中的調節⾓角⾊色，

以及其對個體績效表現、︑､⼯工作滿意、︑､離職意圖、︑､或同事關係間的影響。︒｡最後，未來研究也可進⾏行不同

專業領域的對話，例如與職場⼼心理健康相連結，探討⾼高績效受害的⼼心理健康議題(Dextras-Gauthier, 

Marchand, & Haines III,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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